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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造子宫外观设计的影响及其伦理考量
The Impact of Artificial Womb Appearance Design and Its Ethical Conside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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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美学层面来考量和审视人造子宫外观设计的潜在不同形式，也即人造子宫的外观、形式，

包括与之相关的视觉呈现差异将如何影响社会对人造子宫的看法，以及它们可能对母亲和胎儿产生的其

他影响，并未受到充分关注。本文基于人造子宫的外观被设计为胎儿完全可视这一预设，讨论了该情况

下人造子宫在促使胎儿客体化分离、重构母胎关系与妊娠道德概念、增加胎儿敏感信息泄露风险方面可

能产生的影响，突出了人造子宫外观设计的重要性。同时也强调，需以“推测性设计”引导外观设计的

公众参与为基础，嵌入特定群体认可的价值观与道德标准，评估外观展示程度可能对个体产生“移情”

效果的影响，并在设计阶段分析不同外观设计的潜在风险，设置特定标准，明确优先保护的利益主体，

对人造子宫的外观合乎伦理地设计，使其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提高其可接受程度，并避免其对不同个

体产生不当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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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an aesthetic perspective, the potential diverse artificial womb appearance design- including 
their external appearance, form, and visual presentation- and how these differences may affect societal perceptions 
of artificial wombs, as well as their possible impacts on mothers and fetuses, have not been sufficiently addressed.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otential effects of artificial womb appearance designs that make the fetus fully visible, 
such as promoting fetal objectification and separation, redefining the mother-fetus relationship and the moral 
concepts of pregnancy, and increasing the risk of sensitive fetal information leakage. It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artificial womb appearance design. Additionally, it emphasizes the need for public engagement in appearance 
design guided by “speculative design”, embedding values and ethical standards recognized by specific groups, 
assessing the impact of varying degrees of visual display on individuals’ “empathy” effects, analyzing potential 
risks of different appearance designs during the design phase, setting specific criteria, and clearly identifying 
priority stakeholders to ethically design the appearance of artificial wombs, making them better integrated into 
society, improving their acceptability, and avoiding undue impacts on different individu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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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人造子宫及其外观设计

“ 人 造 子 宫 ”（artificial womb） 最 初 被 称

为“生物袋”（the biobag），它将胎儿置于由人

工胎盘循环的人工羊水中，模拟人类子宫的条

第 47 卷 第 6 期（总 322 期）　　　　　自 然 辩 证 法 通 讯自 然 辩 证 法 通 讯　　　　　Vol.47, No.6 (Serial No.322)
2025 年 6 月　　　　　　　　　　     Journal of Dialectics of Nature  　　　　　　　　　　    June 2025



J D
 N

98

件，营造类似子宫的环境，它不是将早产婴儿

视为需要紧急护理的婴儿，而是将其视为仍在

发育中的胎儿，以实现一种新的功能。[1] 实际

上，人造子宫的目标是通过模拟子宫内胎儿生

理环境来促进最佳发育，它通过使用无泵静脉 -

动脉回路，包括连接到外部氧合器的脐带血管

插管，由本身的心脏输出驱动来保持胎儿生理，

通过完全浸入无菌液体，避免了肺部的气体通

气和机械性损伤，并保护了肺部发育。[2] 这也

意味着，人造子宫在性质上与新生儿重症监护

是不同的。[3] 对人造子宫较早的讨论出现在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英国遗传学家、进化生物

学家霍尔丹（J. B. S. Haldane）在他的著作中

创造了“体外发育”（ectogenesis）这一术语。

在 20 世纪 70 年代，受女性主义者的启发，学

界对它的讨论再次兴起，并主要集中在分析生

殖技术的解放性和压迫性特征上。到了21世纪，

学界再次关注人造子宫，并持有一定的乐观态

度，认为人造子宫可以推动胎儿手术的发展，

并为胎儿发育提供一个可控的环境。而对人造

子宫研究的第四波浪潮则主要体现在动物研究

取得的最新突破中，尽管这一技术尚未被完全

开发出来，但它已经逐步走向临床应用。[4]

虽然此项技术仍然存在许多质疑，例如，

它的安全性存疑，基于羊的模型系统与人类模

型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动物模型中出现的有利

结果并不意味着可以在人类胎儿中复制；它还

可能会导致母亲和孩子之间的生物学、情感和

身体距离增加等。[4] 然而，人造子宫在某种意

义上却为女性实现性别平等提供了良好契机，

女性摆脱成为生育机器可以将她们从性和生育

活动中备受专制的角色中解放出来。正如激进

女性主义者斯费尔斯通（S. Firestone）在其著

作《性的辩证法》中所提出的“性阶级”（sex 
class）概念一样，使女性成为不同于男性的另

一“阶级”是女性独特的身体、生育再生产以

及哺乳，她们的身体特质是造成其从属性地位

的物质基础，可以依靠现代生物科技革命来改

变她们“第二性”的不平等境遇，而革命方案

之一就是要大力发展让女性不怀孕的技术，人

造子宫则是其中一项关键技术。[5]

目前，已有不同的人造子宫技术工作模型。

例如，2017 年，费城儿童医院的“新生儿发育

的 EXTra-uterine 环境”（EXTEND）支持 105-

117 天妊娠的羊胎在一个称为“生物袋”的无

菌液体环境中自发呼吸，并长期存活至六个月。
[6] 来自日本东北大学和西澳大利亚大学的科学

家成功地创造出体外子宫环境（ex vivo uterine 
environment, EVE），在该环境中，人造胎盘可

以向在羊水中浸泡的羊胎提供体外气体交换和

营养输送，并支持极度早产的羊胎在稳定、生

长正常的状态下存活120小时。[7]此外，2020年，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等团队，也成功实施了

中国首例人造子宫体外培养胎羊试验，为早产

儿在体外完成最后阶段的发育带来希望，并于

2023 年开展了中国首例“去 ECMO 化”人造子

宫动物实验。[8]

对人造子宫的外观设计已经有所关注，但

并未受到足够重视。在 2017 年的一次科研交流

会上，费城儿童医院的研究团队曾展示过其最

新设计的人造子宫模型。[9] 该模型呈现出圆润

的外观，充满着丰富的人工羊水，模型内饰在

触感、舒适度、母性支撑方面，几乎还原了女

性子宫最真实的模样。而在 EVE 模型中，人造

子宫的外观设计由三个主要组件组成：流出管

道、膜式氧合器和流入管道。它类似于生物袋

的外观系统设计，两个膜式氧合器以平行方向

放置，流入和流出管道均使用肝素化聚氯乙烯

管，整个回路的灌注体积为 70 毫升，并用肝素

化母血进行灌注，总膜面积为 0.3 平方米，胎

儿和人工胎盘回路都浸泡在一个密封的人工羊

水浴中。[10] 与此不同，荷兰埃因霍温科技大

学开发的模型与深红色胶囊的艺术印象被一同

推出，它的外观设计似乎故意模仿了一个脱离

身体的子宫，半透明性阻止了内部的视觉，不

允许观众看到“半发育动物”。[11] 这一艺术化

的外观设计由特文特大学设计师曼德马克（L. 
Mandemaker） 与 马 克 西 玛 医 疗 中 心 和 Next 
Nature Network 合作完成，引发全球关注，人

们似乎已意识到人造子宫的外观设计可能会影

响其被接受的程度。[12]

由于人造子宫需被设计成足以模拟妊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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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所有必要的生理机制，就要求它的设计需考

量多方面要素。例如，功能性、生理模拟、材

料与结构、可调性和综合性要素等。[13] 其中，

感知与体验要素，也即外观设计，对于提升人

造子宫的社会可接受性起关键作用，对父母、

医生和胎儿将产生深刻影响。实际上，人造子

宫不只是从实体层面为女性提供不同的生育选

择路径，它的外观设计还可能会从观念层面改

变女性对妊娠、胚胎与生育行为本身的某些价

值观。当考虑外观设计、视觉图像、感知与体

验对人造子宫融入社会的影响时，过往没有直

接观察胎儿发育的方法，仅依靠胎儿超声图像

来提供有限的展示。因此，考虑如何更好地对

人造子宫进行外观设计，并考虑它可能产生的

影响是人造子宫在其设计阶段的重要组成部

分。

就此而言，有必要从美学层面来考量和审

视人造子宫外观设计的潜在不同形式，也即人

造子宫的外观、形式，包括与之相关的视觉呈

现差异将如何影响社会对人造子宫的看法，以

及它们可能对母亲和胎儿产生的其他影响。其

实，直到 18 世纪，哲学家们才开始使用“美

学”（aesthetics）一词，旨在从正面来说明情

感和情绪在人类思维中所发挥的作用。而作为

研究设计审美关系的应用美学，它往往立足于

哲学、美学和技术美学研究，着重强调与阐释

设计美、设计美感的本质，忽略了主体对设计

客体形态、色彩、材质、功能效用等的主观体验，

即如何为主体提供有价值、有意义的设计客体

体验。主体性体验能给主体带来满足感和意义

感，影响现在并生发新的内涵。正如德国哲学

家伽达默尔（H. G. Gadamer）所言，生命和体

验的关系不是某个一般与某个特殊物体之间的

关系，而是由其意向性内容所规定体验统一体

更多地存在于某种与生命整体或总体的直接关

系中。[14]

事实上，如果人造子宫的外观被设计为对

胎儿孕育全过程是直接可视化、透明化呈现的，

这可能会加速胎儿公共化，母亲对胎儿的权力

会被进一步消解，并分散为公共权力与医学技

术权力。德国身体历史学家杜登（B. Duden）

就对超声可视技术的权力进行过深入分析，认

为它将隶属于私人生活与家庭的胚胎转变成公

共胚胎，生育也随之转变为公共和政治事件，

母亲形象以及母亲决定胎儿命运与走向的权力

也在公共胚胎中消失。[15] 此外，不同的外观

设计还可能会改变母亲对胎儿发育和妊娠在社

会中的角色认识，对胎儿发育的视觉感知也会

产生不同的意义。如果它的外观设计表现为比

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晰地展示胎儿的发育过

程，就有可能带来限制女性的生殖自主和获取

堕胎服务的风险。其实，在美国，反堕胎团体

也一直在倡导有关强制孕妇观看子宫内胎儿超

声图像的立法。本质上，它们假定孕妇在观看

超声后，将会对即将成为母亲产生积极的想法，

决定继续妊娠而不是终止妊娠。或者，它们假

定女性太害怕面对医学图像，将会完全放弃堕

胎。[16] 同时，人造子宫的外观设计还是一种与

传统的胎儿超声图像完全不同的尝试，它有可

能使得我们观察胎儿的方式从借由超声设备的

间接性观察转至无需任何中介的直接性观察，

可能会让胎儿更显眼，也更容易被外界干预，

这会加剧胎儿隐私泄露的风险。

因此，本文基于人造子宫的外观被设计为

胎儿完全可视这一预设，讨论该情况下人造子

宫可能产生的影响，明确人造子宫外观设计的

重要性，并为如何合乎伦理地对人造子宫进行

外观设计提供建议，以使其能够更好地融入社

会，提高其可接受程度，并避免其对不同个体

产生不当影响，使其在设计阶段获得充分的伦

理考量。

二、人造子宫外观设计的重要性分析：
胎儿完全可视化的影响

人造子宫设计涉及对其感知与体验这些外

观设计要素的考量，尤其是当人造子宫的外观

被设计为胎儿完全可视化时，它可能会挑战传

统的子宫妊娠模式，并对不同个体产生影响。

这可能会重新定义胎儿的身体存在，将其客体

化，并对母胎关系及妊娠的道德概念产生影响。

胎儿也更有可能被“窥探”，增加其信息泄露

人造子宫外观设计的影响及其伦理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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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风险。在该部分，我将基于人造子宫的外观

被设计为胎儿完全可视这一预设，与胎儿超声

图像进行类比，讨论该情况下人造子宫可能产

生的影响，阐释为什么人造子宫的外观设计是

重要的这一问题。

1. 胎儿视觉形象促使一种客体化分离

在人造子宫出现以前，胎儿的“身体”不

同于新生儿的“肉体”。认知能动者通过自身

驱体、感知器官、视觉系统等进行认知，能够

直接感受到周围的环境，尚未娩出的胎儿不具

有这一特征，而人造子宫却可以突破这一局限

性。[17] 人造子宫设计在外观上的可视化会赋予

孕妇直观地观察胎儿的主动权，这与超声检查

为医生主导的间接性存在区别。[18]

作为一种可视化技术，超声检查需要将一

个涂抹上耦合剂的换能器放置在孕妇的腹部，

这区别于以往直接将手触摸到孕妇腹部的形

式，尽管换能器本身就是一种“保持距离”的

尝试，但这也远远不足，它还被涂抹上一层耦

合剂，这一方面是技术上的特别要求，另一方

面也体现出一种强调距离本身的美感。然后，

换能器通过羊水发出声波，声波在胎儿结构上

发生反弹，无论它们是静止的还是移动的，它

们都被“转换”成图像，并在显示器上实时显示，

这个过程在各种机器的配合下共同完成。紧接

着，这些图像获得了医生的解释，以确定有关

发育中的胎儿以及孕妇个体健康和特征的关键

信息。[19]

实际上，这区别于孕妇可以主动地透过人

造子宫直接观察胎儿的感官体验。通过超声检

查认识胎儿植根于医生与孕妇身体的亲密接

触，并逐渐地从近距离转变为远距离，从触觉

转向为视觉。[20] 回顾医学史，我们不难发现，

医生们用手实现他们的触诊以揭示隐藏在患者

身体里的秘密。甚至听患者说话也是触摸的一

种形式，作曲家沙费尔（M. Schafer）认为：“听

觉和触觉在可听声音的低频传递到触觉振动时

相遇，听力是一种远距离触摸的方式”。[21]然而，

慢慢地，医生们开始与患者身体保持距离，大

部分检查都集中在远处进行，使用各种“镜头”

以形成拼贴的图像。自此，一名出色的临床医

生需要具备将众多图像综合成一个连贯画面的

能力，以指导诊断和治疗实践。

然而，人造子宫却依赖于孕妇自身与人造

子宫中胎儿的互动，它将从远距离转换至近距

离，并由视觉过渡到触觉的体验。在人造子宫

内部，会显示出与超声检查中胎儿超声图像完

全不一样的胎儿形象。胎儿超声图像往往具有

特定的大小，尽管屏幕上的显示似乎具有高度

的逼真感，但屏幕上胎儿的大小与子宫内的胎

儿大小不一致，只是在屏幕上的表现让它看起

来像一个新生婴儿的大小而已。[22] 可是，人造

子宫却可以真实而客观地将胎儿的视觉形象呈

现出来，不会过分依赖于图像的加工，不需要

借助多种技术构建未出生胎儿的逼真图像。

此 外， 人 造 子 宫 还 使 得 胎 儿 发 育 的 可 视

化增强也会强化胎儿的道德地位。胎儿超声

图像只是将未出生胎儿独立地描绘出来，脱

离 了 母 体 的 身 体。 正 如 桑 德 洛 夫 斯 基（M. 
Sandelowski）所言：“胎儿超声图像描绘的胎

儿就好像它已经在空中自由漂浮，就好像它已

经从母体的体内产出或脱离出来一样。”[23] 但

是，人造子宫中的胎儿却意味着，胎儿并非因

为胎儿超声图像才将未出生胎儿从母体中隔离

出来，而是由于它从孕妇子宫转至人造子宫中

的位置变换而将胎儿构建为一个独立的个体，

呈现为一个单独的生命体。人造子宫使得胎儿

没有与其正在生长的母亲形成一个整体，这种

方式使得胎儿在某种程度上被看作是一个拥有

独立存在的个体，它不仅可以被视觉呈现，甚

至还可以被作为客体对象进行触摸，这与其与

母体形成一体的自然状态不同。

这种可视化增强强化的胎儿道德地位会对

堕胎权利产生影响，成为图像影响个体理解世

界的一种方式。事实上，人造子宫对反堕胎运

动者而言并非如胎儿超声图像那样有用，因为

它将允许更早期发育阶段的更大可视化，而

在这些阶段胎儿并不像一个婴儿。然而，人造

子宫的存在却更有利于为进一步限制堕胎权辩

护，因为他们将能够准确指出正在被摧毁的实

体是什么。霍恩（C. Horn）认为，目前许多生

命伦理学研究对人造子宫的关注是错误的，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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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了一个情况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的“切断

理论”（severance theory）。[24] 根据切断理论，

在堕胎过程中终止胎儿的生命只是因为这是对

女性身体自主权的不可避免的副作用。一旦有

了替代胎儿毁灭的方法，这种道德许可将被废除，

因为发育中的胎儿可以被转移到人造子宫中，同

时仍然保留孕妇终止胎儿对自己身体的依赖权利。

2. 重构母胎关系及妊娠的道德概念

人造子宫所展示的可视化胎儿，可能会让

孕妇失去独自感性接触胎儿的特权。其实，那

种基于人造子宫观察胎儿的方式，将孕妇的妊

娠体验部分地外部化了，这种方式使得孕妇在

医学话语中的主观体验被忽略了，它贬低了孕

妇与胎儿和身体的特定关系和经验。如果医生

想要获取关于胎儿的信息，她会把注意力转向

人造子宫本身，而不是听取孕妇的陈述。这表

明，人造子宫可能使得医学中对于妊娠体验的

关注从孕妇身上移开，转向对技术的观察。孕

妇通过人造子宫对胎儿的视觉呈现也可能会削

弱她们的主观体验，并表现为对妊娠原始体验

失去主导权。麦克劳德（C. McLeod）的观点

就强调了对妊娠和母胎关系的体验因女性而异

的事实，认为女性在妊娠期间的观点和经验是

多样化的。[25] 所以，女性可能对她们的胎儿有

着不同程度的联系或认同，与假设母胎关系的

统一或固有理解不同，体验具有主观性。

例如，人造子宫中胎儿的视觉呈现可以建

构起父母与胎儿的早期关系，并影响其特定的

生活行为。在这点上，人造子宫与超声检查带

来的影响类似，但是它的程度却更为强烈。一

般来说，父母进行超声检查的动机主要是想知

道胎儿是否活着且健康，尽管他们已经知道自

己怀孕了，但对他们来说，由医生确认妊娠并

亲眼看到胎儿却具有特别意义，这有利于早期

母胎关系的培养。有研究表明，妊娠期间进行

超声扫描的经历将是愉快和有趣的，使孕妇对

胎儿的健康状况感到放心，促进早期的联系和

依恋，并将促进母亲的健康行为改变。[26] 这也

让她以社会成员的方式认识了她未来的孩子，

并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将他视为“船上的伙伴”

而不是“寄生虫”，向孕妇展示胎儿，使她与

胎儿形成早期的亲情关系。[27] 还有研究在一定

程度上证实了超声检查“帮助母亲对胎儿表现

出关心”的可能性，但对如何进行扫描有一定

的前提条件。而在人造子宫中，父母对胎儿是

否活着以及健康的确认并不绝对地依赖于医生

的告知，而是一种基于医生观点与自身所见的

验证过程，他们对胎儿的认识也不只是停留在

初识阶段，而是在医生的帮助下对胎儿的进一

步了解和认同。

同时，人造子宫中胎儿可视化也促使妊娠

变得更加“医学化”，妊娠不再被看作是一种

自然过程，而是被纳入医学领域，这可能会对

母胎关系和妊娠的道德概念产生更大影响。借

助人造子宫，作为一个被医学化的过程，妊

娠被视为需要医生而非孕妇持续参与监视的过

程，胎儿在人造子宫可视化下更容易被想象为

一个可能处于风险中的脆弱个体。以往那些将

孕妇视为潜在的有害主体的观点，即孕妇具有

“角色责任”，负有通过负责任的，即那些诸如

健康饮食、避免吸烟和酗酒等不危害健康的行

为来兼顾某些领域的观念将会发生转变。胎儿

发育的责任领域将从超出孕妇掌控范围的遗传

学、环境污染、额外行为等因素转向对医生提

出更高的要求，孕妇不需要过分控制自己的行

为来保护胎儿，因为这是由医生所掌控的。此

外，未来的父亲可以通过人造子宫对胎儿的视

觉呈现与胎儿建立联系。[28] 由于胎儿被构建为

一个与孕妇分离、需要保护的主体，它创造了

一种新的情境，使得未来父亲能够更直接地与

胎儿产生情感上的联系，这可能会让未来的父

亲对胎儿的福祉负有责任感，更深刻地感受到

妊娠过程中对胎儿的责任和参与。

3. 增加胎儿敏感信息被泄露的风险

事实上，与人造子宫的直接观察方式不同，

胎儿超声图像展现了胎儿在母体内的基本特

征，影像、切面、测量指标等构成它的直接呈

现方式，并主要表现为以检查部位、超声所见、

超声提示为主的产前超声检查报告单，它们共

同构成产前超声检查中的胎儿健康信息的重要

组成部分，为孕妇的医疗决策提供参考。胎儿

超声测量，胎儿头部、脊柱、心脏、胎盘以及

胎儿内肝脏、膀胱、双肾等超声提示的文字描

述以及胎儿超声图像等医学影像同时构成了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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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超声检查中胎儿和孕妇的健康信息。[29] 它们

在确定妊娠日期和评估胎儿生长、诊断异位妊

娠和多胎妊娠以及诊断胎儿先天性畸形和死亡

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结合相关指南，临床

医师可以为孕妇提供合适的医疗决策建议。

人造子宫对胎儿的视觉呈现可以不完全依

赖超声检查。在某种程度上，这会降低获取胎

儿健康信息的难度，也会排除我们对孕妇健康

信息的关注，将健康信息由超声检查与孕妇所

绑定的状态变为只关涉胎儿自身。先前以胎儿

图像为基础的胎儿人格权，特别是肖像权本身

不在法律保护的范围内。

然而，人造子宫的发展使得人们能够以直

观形式看到胎儿样貌。这些呈现的胎儿形象可

能会被用于胎儿的诊断和治疗，也可能成为买

卖合同的标的物，对它的滥用会引发严重的伦

理问题。例如，这可能会更容易地导致以诊

断健康为目的而拍摄出生前胎儿图像的情况发

生，具有被用于其他目的并发布和传播的风险。

胎儿的图像可能会被用于研究，也可能被处理

成激发成为潜在母亲的工具载体或销售的商

品。

因此，考虑如何应对这种技术的滥用和误

用具有必要性。2020 年，韩国首尔高等法院就

裁定，胎儿超声图像的法律性质是孕妇的个人

信息，所以，胎儿的母亲拥有所有拍摄和处置

照片的权利。[30] 但是，这无法有效规制胎儿超

声图像或者它被制作成视频后被播出在电视上

的各种节目中的情况，因为这可能会对胎儿的

未来利益产生影响，既然我们无法提前知悉胎

儿的意愿，相关图像和视频的拍摄、发布和传

播就应该受到某些限制。不可否认，当胎儿身

处人造子宫时，它的个人信息就不是孕妇可以

绝对控制的，因为它已经离开母体，所以不是

传统意义上的胎儿。

法律应该如何认定并实施何种程度的保

护？外部人员是否能够观察胎儿的发育情况？

这种隐私权何时开始生效，是否应该在胚胎植

入人造子宫时就开始，还是在外部人员可以辨

认胎儿的外生殖器时，或者只有在胎儿与人造

子宫系统断开连接后，才开始生效，这些都需

要进行全面的讨论。

三、对人造子宫进行外观设计的
伦理调适

在第二部分，本文基于人造子宫的外观如

果被设计为胎儿完全是可视的这一预设，讨论

了该种情况下人造子宫在三个方面的影响，明

确了对其进行的外观设计的重要性。然而，如

何合乎伦理地对人造子宫的外观进行设计，才

能将其融入社会，提高其可接受程度，并避免

其对不同个体产生不当影响也不可忽视。荷兰

技术哲学家维贝克（P. Verbeek）曾提出“道德

物 化 ”（materialization of morality） 概 念， 指

出技术的道德调节作用，认为人类价值可以嵌

入技术人工物中，设计的人工物具有人类道德

相关性，可以规范和引导人类形成或者保持遵

守道德的行为，具有道德调节作用。事实上，

在技术哲学价值论转向后，技术设计及其伦理

问题开始受到关注，并从关注技术使用的社会

反思与批判转向关注技术人工物的设计中来，

尤其是设计环节的设计伦理。[31] 在这部分，我

将从三个方面提出对人造子宫进行外观设计的

建议，促使其在设计阶段进行充分的伦理考量。

1. 以“推测性设计”引导外观设计的公众

参与

当真正制作出人造子宫时，作为设计师，

必须做出选择：使用什么材料，设计人造子宫

的目的是什么，人们会如何与它交互，什么

样的外观设计产生的视觉呈现更能让公众接

受，等等。这要求他们听取其他人思考相同选

择时引发的不同讨论。尽管人造子宫在目前还

没有落地产品，但“推测性设计”（speculative 
design）是一种有效的公众对话工具，它可以

使用技术道德情景和情感创意的沟通模式，利

用虚构的设计对象探索未来情景，并展开关于

新兴技术社会、文化和伦理影响的讨论。[32] 例

如，人造子宫的设计师可以发展反思实践的促

进因素，这是因为与人造子宫装置的互动会使

公众质疑对人与技术关系的假设和当前的思考

方式。此外，对人造子宫技术对社会潜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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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思需要公众想象虚构的情景，即人造子宫

已经被开发并正在使用的情况下，想象不同人

造子宫的外观设计将如何被展示，会引发哪些

担忧，引导公众在相关的伦理反思中反思其情

感和个人经验。这可以提前让他们感受到人造

子宫不同外观设计可能展示的不同视觉形式，

所起到的说服或感染作用以及可能出现的不负

责任的呈现方式。

不同个体也会从自己的角度看待人造子宫

的外观设计。其实，文化影响着个体对于人造

子宫外观设计的看法。文化被定义为“一套知

识、概念、规则、实践的系统”，[33] 并涵盖语言、

宗教、家庭传统和结构等多个领域，个体会经

常受到多种文化的影响。[34] 所以，需要听取不

同个体的建议，考虑到不同胎儿和父母的个体

差异，人造子宫的外观设计可能需要具有一定

程度的可定制性，满足不同父母的偏好和需求，

同时确保其功能性和安全性。询问他们是否希

望获得胎儿被看到的控制权，他们是否希望看

到胎儿性别，并收集他们诸如颜色、形状、大

小、灯光等的美学偏好，真正了解到不同个体

期望人造子宫的外观设计能够做到什么，明确

它的设计底线，确保它的设计符合公众的价值

观、道德准则，适应其审美偏好。此外，性别

也是一个关键考量要素。魏克曼（J. Wajcman）

曾提出过“技术女性主义”（Technofeminism）

的观点，阐明了性别在技术制作中如何成为一

个重要而有意义的因素。[35] 因此，“性别关系”

作为一种社会因素，嵌入技术发明与技术创新

的过程与结果之中，除了关注一般个体，也应

特别考虑女性的观点，以避免技术孤岛的“男

性统治”和女性在技术领域的“缺席”。

2. 评估外观展示程度对个体产生“移情”

效果的影响

人造子宫的外观设计还需要考量不同设计

对个体产生影响的不同阶段和程度，这会影响

个体决定其应该为何，这也是借由“移情”，

并 通 过 控 制“ 移 情 ” 而 发 生 的。 诺 丁 斯（N. 
Noddings）对这一机制的内在根由做出了解释，

认为休谟等人倡导的“积极的德性”要求具有

自然关怀和伦理关怀两种感觉。前者是原始的

和最初的感觉，如同母亲为了孩子的利益而做

出的牺牲一样 , 所有人不必做出努力便可达到。

在自然关怀的情况下，“意欲”（want）与“应当”

（ought）无法分开。后者是伦理关怀，它根源

于对自然关怀的记忆，指示着“我应当”要求

当事人对他人的痛苦作出反应。[36] 这两种关怀

相辅相成而互相依赖，特别强调具体情境中的

道德情感和关怀。

同样，在《关怀伦理与移情》一书中，斯

洛特（M. Slote）简要讨论了胎儿超声图像可

能会影响孕妇与胎儿保持的移情关系，从而影

响它们的道德地位。[37] 这意味着，将斯洛特关

于移情和堕胎的评论扩展到人造子宫的外观设

计中是合适的。斯洛特将“移情”定义为“当

我们看到另一个人处于痛苦时，在我们自己内

心（无意识地）唤起他人的（痛苦）情感”。

在他看来，移情可以阐明为什么我们会关心他

人，它还可以用来澄清关于什么在直观上更好

或更可接受，以及什么在直观上更差或更不可

接受的道德问题。斯洛特试图通过对堕胎伦理

学的讨论来证明这些观点，即我们对胎儿的直

观反应指导了我们的道德评价，并强调胎儿的

发育和妊娠年龄问题，以主张移情的概念可以

支持的一个结论，即早期妊娠时期进行的堕胎

在道德上是可以接受的，而晚期堕胎可能相反。

他提出，当早期胚胎被可见时，它们通常显

得“陌生”，“更像鱼、蝾螈或（至少）非人类、

低等动物，而不像人类”，“我们自然更容易与

（妊娠晚期的胎儿）移情”，并且只要移情是一

个评价标准，这就表明可以在早期和晚期堕胎

之间进行道德区分。[37]

根据道德心理学的研究，移情是一种偏袒

性的情感反应。[38] 人们的移情反应程度会受

到与对象直接程度的影响，主要包括以下方

面：知觉的直接性，时间的直接性和因果的直

接性。这表明，与仅仅倾听他人的不幸，或者

与未来可能发生的痛苦或境况相比，人们往往

对自己亲眼见到的痛苦，或者当下正在发生的

痛苦更容易产生移情反应且程度更为强烈。同

时，相较于那些任由发生的伤害或痛苦，人们

也会更倾向于移情那些因自身主动引起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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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痛苦。斯洛特指出，移情反应与人们直觉上

的道德义务相对应。例如，根据知觉的直接性

移情机制，人们对于亲近之人的道德义务要超

过对陌生人的义务。同时，时间的直接性移情

和因果的直接性移情也与人们关于道德义务的

直觉具有对应关系。这不仅解释了人造子宫的

外观设计为什么可以帮助我们移情以进行道德

行动，还解释了不同的视觉呈现方式是如何影

响我们的。[39]

因此，在考量人造子宫的外观设计时，除

非个体有明确要求，可以结合胎儿发育的不同

阶段，胎儿存在畸形的严重程度，对人造子宫

的透明度进行分级调适，即高度透明、中度透

明和低度透明，还可以随着不同时间段发生变

化。还需要适时监督相关人员对人造子宫视觉

呈现的调适，进行双重验证，以避免其基于个

人利益对个体形成有意引导，影响个体决策。

但是，仍然可以通过设置显示屏的方式展示胎

儿，并借助科学数据对胎儿状态进行阐释，以

解释人造子宫视觉呈现和真实情况的差异性。

3. 权衡不同外观设计对其他个体与胎儿造

成的风险

人造子宫对胎儿视觉形象的强化会促使一

种客体化分离，胎儿发育的可视化也会强化胎

儿的道德地位，建构起父母与胎儿的早期关系，

并影响其特定的生活行为，积极地塑造未出生

胎儿在人类经验中被赋予的方式，并在该过程

中引导其父母做出选择，从而对堕胎权利产生

影响。[24] 与此同时，如果父母所看到的胎儿呈

现为严重畸形，或者正处于非人形的发育状态，

也可能会让她们感到失望、害怕，打破她们对

胎儿曾有的美好想象。[11] 此时，在情感体验方

面，胎儿不被看见似乎会成为一种更好的选择，

因为这可能会影响她们的道德判断，对她们的

生殖选择产生影响。[37] 然而，包括形状、色彩、

材质、触感、透明度在内的不同人造子宫外观

设计形式也可能会对胎儿利益产生影响，甚至，

同一外观设计就其他个体和胎儿的利益而言还

会存在冲突。[29] 故而，在设计阶段，考虑到技

术的道德调节作用，就有必要分析不同外观设

计对不同利益主体可能产生的风险，并明确设

计的优先目标。

如果设计的目标是利用人造子宫拓展生殖

选择，增强胎儿发育和育儿体验，同时避免对

堕胎权利的威胁或技术的社会排斥风险，就需

要仔细考虑人造子宫该如何设计才能保证特定

主体以特定方式对胎儿享有查看权。[16] 例如，

人造子宫是否应该设有帘子，让父母在观看他

们正在发育的胎儿之前有机会做好准备 , 考虑

是否应将其外观设计与父母的互动功能相结

合，设计成可以触摸、旋转或以其他方式与之

互动的形式，以增强父母与胎儿之间的连接感。

反之，如果设计的目标是为了防止胎儿利益受

到侵害，在设计时就需要考虑到胎儿可能会面

临的风险和困难。[29] 例如，设计为特定阶段的

不透明状态以防止胎儿图像泄露，或者模仿自

然子宫的形状、纹理和结构，以实现更好的生

物相容性和仿生性，提供类似于胎儿在子宫内

感受到的环境条件，并能够根据胎儿的成长和

发育需要进行调整。除了外观的美观之外，还

应考虑人造子宫的安全性和耐久性，确保外部

结构坚固稳定，使胎儿免受外部伤害，并且能

够经受长时间的使用。[10] 但是，设置优先性的

标准仍需进一步明确，例如，胎儿发育时间、

出于医学目的、最佳利益、可接受最大程度等

标准，并细化任一标准。

综上所述，对人造子宫进行外观设计的伦

理调适需以“推测性设计”引导外观设计的公

众参与为基础，嵌入特定群体认可的价值观与

道德标准，评估外观展示程度可能对个体产生

“移情”效果的影响，并在设计阶段分析不同

外观设计的潜在风险，设置特定标准，明确优

先保护的利益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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